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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义”*

李鑫均

摘 要: 囿于复杂的地缘格局和内部政治斗争，土耳其自建国伊始，

“国家主义”就与“自由主义”发展哲学共同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体

两面，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二

者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

主义”理论开始在土耳其实现本土化，并借助“骨干运动”的动员具备了

民意基础，最终成为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工业发展、农业和

社会改革以及财政收支平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元化的经济发展哲

学，一方面催生出土耳其实力庞大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也探索出国家

与市场相结合的特殊发展道路，主导了其后数十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

模式。分析“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的沉浮及其影响，对于理解当前土耳

其的发展道路与改革举措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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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 年执政以来，正义与发展党( AKP，简称正发党) 以私有化改革为抓

手，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开创出新的“土耳其模式”。然而，正发党

强制性出售大量国有企业，推行全盘私有化，似乎正在透支近百年才建立起来的

国家工业基础。这种依靠私有化盘活市场的经济模式，必须满足营商环境、内外

政策与货币汇率稳定等基本条件。然而自 2013 年以来，土耳其的这些关键指标

表现欠佳，加之全球经济疲软，正发党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开始走下神坛。
经济大幅滑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土耳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本质

属性也在深入讨论下浮出水面。简单来说，正发党得以安身立命的“土耳其模

式”，实际上脱胎自凯末尔·德尔维什( Kemal Dervi爧) 的“土耳其经济强大过渡计

划”，该计划又可追溯至图尔古特·厄扎尔( Turgut zal) 的改革时期，最终可以

溯源至土耳其建国最初的十五年，也就是凯末尔时代。① 土耳其建国初期，国家

经济建设中有一种经济发展哲学蔚然成风，那就是“国家主义”。这也解释了一

向标榜自由主义的土耳其，何以存在体量巨大且根深蒂固的国有企业。

中国有关土耳其“国家主义”的研究，大多是结合凯末尔主义、现代化等话题

辅助展开，主要关注点在经济类型分析②、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过渡③、国家主

义和凯末尔主义的关联④等方面。然而，对于在资本主义政体上何以嫁接“国家

主义”，并形成独特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却研究得不够充分。本文拟就这一问

题结合土耳其语史料进行再探讨，以期丰富国内学术界对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

的理解。

一、“国家主义”在土耳其萌芽的历史条件

近代以降，与绝大多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无论在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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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Irfan Kalayc，“Atatürk'ün Kalknma Modeli ( AKM) : Günümüz Sanayisi Iin Kazannlar，”
Maliye Dergesi，Say． 156，Ocak-Haziran 2009，s． 172．

许今强:《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类型分析》，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4 年第 1 期，第 60－64 页; 李艳枝:《土耳其经济模式变革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国际资料信

息》2012 年第 7 期，第 1－6、36 页。
姜明新:《土耳其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

第 6 期，第 29－40 页; 曹瑞涛:《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间震荡的富国方略———20 世纪土耳其经济

改革述评》，载《西亚非洲》2010 年第 6 期，第 24－29、79 页; 黄维民: 《战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历史

考察及评析》，载《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3 期，第 33－42 页; 安维华:《土耳其

结构性经济调整的成就与问题》，载《西亚非洲》1997 年第 4 期，第 19－24、78 页。
黄维民:《凯末尔主义与国家主义》，载《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4

期，第 113－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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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抑或是统治基础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几乎失去了自主向现代化国家过渡

的可能性。然而，土耳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注定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将

其完全控制。因此，不同的国内社会阶层在不同的外部势力支持下，逐步形成了

秉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三大主要势力，即以凯末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共产国际联

系紧密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守旧势力。这三大势力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维持着脆

弱的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守旧势力因奥斯曼帝国战败出现分裂，向资本主

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分流，左派运动的上升趋势愈来愈明显。为了争夺民族革

命的领导权，三巨头之首的恩维尔帕夏( Enver Pa爧a)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后开

始倒向苏俄。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傲慢态度，令恩维尔将以英国为首的帝

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与“世界的寄生虫”等同起来。他认为，“长期以来，

贫穷的工农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成为我们党的忠实捍卫者，城市中的小商人和小

手工业者则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将反对以英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势力作为全民族首要的奋斗目标。”②

从当时的欧洲版图来看，晚期的奥斯曼帝国似乎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的漩涡中心。战后重建的土耳其政府在西方“协助”下，企图在农业社会的基础

上构建资本主义体系。③ 与此同时，随着苏俄的强大，土耳其的布尔什维克在其

支持下也愈发壮大，其影响力在 1921 年前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流亡

苏俄的恩维尔也认为，引入共产主义，或许是唯一一种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国家的

方法，能够将土耳其从混乱和贫穷中拯救出来。④

然而，要完成苏俄式的“城市包围农村”革命，对于当时农村人口占八成的土

耳其来说困难重重，且这种武装暴动的模式并不被凯末尔所认同，他更倾向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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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可考证的土耳其左派运动始于 1908 年，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以报刊为阵地培植了一批

拥护者，并在 1909 年掀起了第一场群众运动，民众基础初步形成。1919 年，恩维尔在缺席的情况

下被土耳其法庭判处死刑，这预示着恩维尔很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获得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其

势必需要寻求新的支持者。因此，在这一阶段恩维尔的倾向是亲苏俄反帝国主义的，并且获得了

苏俄的庇护。虽然其在后期投入了鼓吹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的运动，但其作为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

一，在亲苏俄期间仍然鼓舞了大量的土耳其布尔什维克，其中不乏凯末尔政府的成员。
Korkut Boratav，Türkiye'de Devletilik，2． Bask，Ankara: Imge Kitabevi，2006，s． 63．
Yahya S． Tezel，Cümhuriyet Dneminin Iktisadi Tarihi ( 1923 － 1950 ) ，Istanbul: Türkiye

I爧 Bankas Kültür Yaynlar，2015，ss． 553－554． 此外，有关土耳其采取何种国家制度立国，《洛桑和

约》第 28 条中也称，“综合来看，土耳其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项条件。”参见: Korkut
Boratav，Türkiye'de Devletilik，2． Bask，s． 33．

Korkut Boratav，Türkiye'de Devletilik，2． Bask，s．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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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革命方式。① 在萨卡里亚战役中，土耳其以牺牲 5，317 名将士的代价取得了

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胜利，而在长达四年的民族独立过程中，总伤亡人数也不到

7 万人( 不包含被俘) 。② 通过刚柔并济的组合拳，凯末尔对内赢得了极高的政治

声誉③，对外通过打击希腊，最终软化了英法的立场。虽然此时的恩维尔已经无

法对凯末尔的统治地位造成实质影响，但其数量庞大的拥护者却对新生共和国

的统治基础造成无形的压力。

在“温和革命”理念的指导下，凯末尔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化解压力，不

论是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抑或是守旧势力都不应被排除在团结的范围之外，

就此促成了 1923 年伊兹密尔经济会议的召开。会议期间，凯末尔的亲密战友马

哈茂德·艾萨特·博兹库尔特( Mahmut Esat Bozkurt) 第一次提出汲取国家主义

和自由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长处，建立一套土耳其特色的经济发展制度。④ 土耳

其学界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⑤制度。然而，以凯末尔为首的统治核心认为，只

有西方模式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⑥且土耳其在当时也缺乏脱离资本主义体系

的实力。因此，这项提议很快被搁置，最终确立了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国家

重建方案。

博兹库尔特的主张虽然未被采纳，但使凯末尔意识到土耳其所面临的艰难

处境，民族独立战争实际上已经将土耳其置于外国资本的对立面。凯末尔在分

析国内经济形势时曾指出，因为外国资本的压榨使得土耳其的民族资本孱弱，所

以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工业阶层，工人阶级也就无从谈起。土耳其的主要任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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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ete Tunay，Türkiye Sol Tarihine Notlar Tarih ve Toplum Yazlar， Istanbul: Ileti爧im
Yaynclk，2017，s． 225．

Ergün Aybars，Türkiye Cumhuriyeti Tarihi 1，Izmir: Ege niversitesi Basmevi，1986，ss．
341－348．

1921 年 8 月，萨卡里亚战役结束之后，凯末尔被授予元帅军衔和加齐( Gazi) 的称号，成为

实际上的三军统帅，此后指挥军队进行反攻，收复伊兹密尔等地，奠定了土耳其取得独立的基础。
凯末尔因军事上的胜利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威望，其“国父”的地位也稳固下来。与凯末尔争夺民族

运动领导权的恩维尔，虽然存有相当一部分支持者，但此时再难以撼动凯末尔的领袖地位。
Erdin Tokgz，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爧me Tarihi ( 1914－ 2018) ，11 Bask，Ankara: Imaj

Yaynevi，2018，s． 65．
Hasan zyurt，“Atatürk Dnemi Birinci Ve Ikinci Be爧 Yllk Sanayile爧me Planlar Ve Türk

Ekonomisindeki Yap Deǧi爧ikliǧine Etkileri ( 1933－1938) ，”Sosyoloji Konferanslar，Cilt． 19，1981，

s． 125．
Dündar Saǧlam，“Devletilik Ilkesinin Geli爧mesi ve Günümüzdeki Sonular，”Ekonomik

Yaklasm，Cilt． 2，Say． 4，1981，s．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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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基础入手，打造与体制相适应的资产阶级。① 当时的土耳其，既不能走英国

式的经典资本主义道路，也无法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凯末尔的“四

个黄金平衡”②理论，在伊兹密尔经济会议上悄悄萌芽。

为了与资产阶级政体相适应，同时缓解与外国资本的对立状况，土耳其必须

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将大量的土耳其民族资本③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将大量的

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工人，完成资本主义化的初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土耳

其并非遵照市场原则，而是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对国内穆斯林资本家给予政

策倾斜，为其发展壮大保驾护航。④

1927 年 6 月 25 日，共和人民党政府成立了“最高经济议会”( l Iktisat

Meclisi，A IM ) ，国家力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得到初步体现，⑤国有企业在

这种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下开始萌芽与发展。与同一时期法国、德国、意大利等

类似的组织机构相比，“最高经济议会”的 24 名成员中，有半数来自军队。⑥ 在首

次会议上，“最高经济议会”做出弱化市场自由性的决定，确立了国家对经济活动

的干涉原则。⑦ 该委员会在历史上共召开了 10 次会议，主要围绕消费品价格、薪

资水平、农业贷款、工农业的发展措施等议题进行规划。

从 1923 年土耳其建国起，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在短短 4 年内便受到大幅挤

压。与当时主流资本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相反，土耳其呈现出“逆资本主义”现

象，其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土耳其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后，并没有受

到平等的对待，依然在产业链条中处于原料供应国和工业品倾销地的地位。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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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Ihsan Keser，Türkiye'de Siyaset ve Devletilik，Istanbul: Gündoǧan，1993，s． 71．
“四个黄金平衡”，即货币均衡、公共财政收支平衡、外贸收支平衡和公私部门比例平衡，

要达到这四个平衡，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机制是无法实现的。Irfan Kalayc，“Atatürk'ün Kalknma
Modeli ( AKM) : Günümüz Sanayisi Iin Kazannlar，”s． 155．

此后资本土耳其化( Türkle爧tirme) 的改革日趋激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借

助财产税( Varlk vergisi) 公开褫夺少数民族资本的情况，推动国家民族的均质化。
Yahya S． Tezel，Cümhuriyet Dneminin Iktisadi Tarihi ( 1923－1950) ，s． 229．
Murat Koraltürk，“l Iktisat Meclisi ( 1927－1935) ，”Ekonomk Yakla爧m，Cilt． 7，Say． 23，

1996，ss． 47－48．
其余 12 名成员由各行业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具体分布情况是: 进口商、出口商、工厂主、

银行、海运、铁路运输、合作社、证券业、汇兑业务及工矿业代表各一名，农民代表两名。具体可参

见 Fehmi Akn，Serkan Bayraktar，“Erken Cumhuriyetin Iktisadi Kurumlarndan Biri: li Iktisat
Meclisi，”Dumlupnar 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Say． 29，2011，s． 117。

Murat Koraltürk，“l Iktisat Meclisi ( 1927－1935) ，”s． 48．
Ahmet Akif Mücek，Türkiye'nin Tarihi ve Ekonomik Politik Yaps ( 1838－ 2016) ，Istanbul:

Belge Yaynlar，2019，ss．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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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兹密尔经济会议确定的自由主义纲领，实质上是多方妥协的结果，并不存

在完全的思想统一，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影响甚微，国内经济格局依然复

杂。第三，统治集团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全国资本主义改造并不彻底，遗留了

大量封建残余。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只存在于伊斯坦布尔等几个大城

市当中。第四，军事胜利加之历史的偶然，新政权难以脱离奥斯曼帝国晚期政权

组织形式的窠臼，延续了“西化”思想指导下军人政府的权力架构，①帝国末期的

一些施政纲领被共和人民党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在如此复杂并且权力高度集中的环境下，自由主义或许是共和国初期国民

经济的表层现象。“最高经济议会”使得“国家主义”的“星星之火”借助 1929 年

经济危机的东风，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军方干预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都获得

了合法性。

二、“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的嫁接与发展

1954 年，科尔温( Ｒobert W． Kerwin) 曾评价道，“新工厂的烟囱就是凯末尔

的宣礼塔。”②对凯末尔来说，工业化程度就是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试金石。1927

年以前，国家力量成为民族资本发展工业的清道夫。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一阶段发展最快的却是商业。因为优渥的工业刺激政策反而成为投机商资本

积累的工具，豢养了大量的“寄生虫”③。从“最高经济议会”的成立到《大演讲》

的发表，仅相隔数月，但从中可以察觉出 1926 年凯末尔刺杀案背后存在不同寻常

之处。如果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依然无法为人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那

么将面临新的生存危机。在 1929 年的经济危机面前，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

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以“最高经济议会”为先锋，长期受到压制的“国家主义”

重新回到土耳其统治核心的视野。④

( 一) “国家主义”理论的本土化

1929 年，土耳其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后，沙克尔·开赛比( 爦akir Kesebir) 提出

反对自由主义的“开赛比计划”，并获得了大国民议会的通过。这项计划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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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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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ya S． Tezel，Cümhuriyet Dneminin Iktisadi Tarihi ( 1923－1950) ，s．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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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时土耳其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最大障碍。
Dündar Saǧlam，“Devletilik Ilkesinin Geli爧mesi ve Günümüzdeki Sonular，”s．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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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限制进口之外，还建议国家全方位介入社会经济活动，代替私有经济成为国民

经济的主导。在决定改变现有政策之前，凯末尔吸取了之前经济建设的教训，对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德国的纳粹制度都进行了研究，①试

图探索一条真正符合土耳其基本国情的发展之路。

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便有军方背景深厚的“最高经济议会”作为支撑，“国家

主义”也不必然能成为经济建设思想的主流。此时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是国家

机器在工业发展受阻且遭遇外部经济危机时所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在此过程

中，土耳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矛盾性，即一方面表现出对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不

满，不愿轻易放弃自由主义;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国家大范围干涉经济活动的兴

趣。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环境中，即便是“国家主义”支持者，其内部也分裂为两大

派别，分别是以总理伊斯迈特·伊诺努( Ismet Innü) 为代表的苏联式计划经济

派和以经济部部长杰拉勒·巴亚尔( Celal Bayar) 为代表的立足市场经济、国家

临时性干预的“适度的国家主义”派。②

思想不统一使土耳其面临更多不可预估的风险。然而，稳健的领导集体很

快便找出了对策。1930 年 8 月 12 日，在凯末尔的授意下，其亲信法提·欧卡亚

( Fethi Okyar ) 以 发 扬 党 内 民 主 的 形 式，成 立 反 对 派 自 由 共 和 党 ( Serbest
Cumhuriyet Frkas) ，其支持市场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了国家垄断与商业自由的互

补性。③

自由共和党的主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伊诺努和巴亚尔两派观点的取长补

短，它借助凯末尔亲信欧卡亚之口，暂时缓解了两位政要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土

耳其正在进行贯通首都和东安纳托利亚的铁路( 开塞利—锡瓦斯) 建设。1930 年

8 月 30 日，伊诺努在这条铁路的开工仪式上表示，“适度的国家主义是国民经济

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和民族理想的必经之路。”④七年来，土耳其政府

一直将铁路的建设和赎买作为国家工业化的核心内容。综合考虑之下，伊诺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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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态在某种程度上明示了国家在工业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①“国家主义”的

强势在公共交通领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如果说，经济危机之前土耳其运用国家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的做法，是土耳其

在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思维过程中的适应性探索。② 那么，从“开赛比计划”到“自

由共和党”，再到伊诺努雄心勃勃的宣言，以国家干涉甚至垄断为特点的“适度的

国家主义”，又称“混合经济”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③，适应性探索逐渐落幕，一种

新的土耳其模式④呼之欲出。
1931 年 5 月，共和人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经济国家主义”作为国

家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⑤基本消除了统治集团之前在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

上来说，该纲领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指出土耳其的经济制度以私有企业为

基本组成要素，私有企业力所不逮之处则由国有企业补足。⑥ 1930 年 ～1933 年，

土耳其连续颁布了保护币值、反对制假售假、成立中央银行、限制进口、商品专卖

等一系列法律，从制度层面杜绝了此前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同时，政府确立了

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立足于国内原材料和基础农产品市场，有选择地发展工业;

第二，建设大型和前沿技术企业; 第三，构建内部市场的平衡和补偿机制。⑦

为了在最大范围内践行这三项基本原则，土耳其必须放手发动民众，改变以

往仅依靠官僚和精英阶层的做法。一直以来，凯末尔都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

政党视为威胁，然而共产主义所拥有的强大动员能力却是凯末尔此刻最想得到

的力量。
( 二) “国家主义”理论的社会巩固

如果上述 1927 年～1931 年土耳其政府的行为仍然不足以说明“国家主义”

被接受的程度，那么一个关键人物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家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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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基础。沙武凯特·苏莱亚·阿依戴米什( 爦evket Süreyya Aydemir) 曾长期

在莫斯科研习经济，同时也是土耳其共产党党员，致力于在土耳其宣传马克思列

宁主义，1925 年当选为土耳其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所以，当他返回土耳其后不久

即遭到逮捕并被判了十年监禁。然而，1927 年苏莱亚被改判无罪，次年更是被任

命为安卡拉的高级官员，在土耳其的活动空间得以扩大。不管是历史的巧合还

是政治的需要，苏莱亚在“经济国家主义”通过的第二年即发动了“骨干运动”
( Kadro Hareketi) ，一场持续两年( 1932 年～1934 年) 的社会动员拉开了帷幕。

在这场运动中，苏莱亚猛烈抨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强调土耳其仍在其阴

影下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土耳其人民不能停止脚步，理应继续革命，①尤其需

要制定符合土耳其国情的经济政策，如国家控制下的工业、贸易保护主义和土地

改革。② 如果放在更早的语境下，很难想象土耳其政府能如此“大度”地接受此

番论调。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凯末尔的地位得

到进一步增强，土耳其政府希望对刚刚出台的“经济国家主义”进行一场社会大

讨论，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骨干运动”的核心观点是: 土耳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同于西方，一味

模仿会给国家团结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舶来的自由主义并没有令土耳其

的经济走向强大，也没有根除盘踞在土耳其核心经济利益上的外国资本; 经济上

的弱势同时导致了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上的无力，因此土耳其需要建立一个反对

帝国主义、特权主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方式。③

此外，这场运动还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看法: 世界上最基本的矛盾并非马克思主义

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对

立。这就意味着，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实际上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而是富

裕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因为他们的剥削才造成了诸如土耳其这类新兴国家的

贫穷。由此，这场由土耳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共同推动的“骨干运动”和

“苏联模式”出现了本质区别。

伊兹密尔经济会议催生出的数量巨大的中小型企业，一方面决定了其无法

依靠自身，仿效西方国家形成垄断来对抗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模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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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由国家统一指挥。基于此，“骨干运动”号召探索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三条道路”，即借鉴苏联的建设经验，保留市场的同时将国家

计划放在首要位置。① 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应该从当前基础最薄弱的工业入

手，此后逐步控制交通、金融、外贸等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骨干运动”可以看作是“经济国家主义”的延伸和扩散。

土耳其政府也始终未曾放弃对其监管，在尺度把控和政策框架内都进行了周密

的部署。简而言之，就是将“自由共和党”的党内民主方式，通过特定的代言人在

社会层面予以推广，使“经济国家主义”在西方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

了苏联的称赞。

有关“骨干运动”何时停止活动，凯末尔和伊诺努之间曾有一段有趣的谈话。

在一次宴会上，凯末尔询问内政部长卡亚( 爦ükrü Kaya) 准备何时结束这场运动。

卡亚表示，这需要伊诺努的意见; 凯末尔随即转向伊诺努，暗示其时机成熟即

可。③ 于是，在获得了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之后，“骨干运动”完成了其动员

舆论的历史使命，与“自由共和党”一道成为历史，其核心成员大部分被任命为

政府官员，成为统治精英的一部分，苏莱亚本人此后更是被擢升为总理府高级

顾问。至此，土耳其“国家主义”基本完成了本土化改良，政府人员组成的变动

在行政上为其落实提供了便利，国家工业建设的核心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

了改变。④

( 三) “国家主义”理论的落实

1934 年 4 月 17 日，土耳其在苏联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下，开始实施第一个工

业“五年计划”( 1934 年～1938 年) ，目标是解决民众生活中基本工业品的需求问

题，确保国家在此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与核心作用。⑤ 虽然工业计划是苏联援建

的，但在该计划制定过程中，土耳其也参考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组织

形式，接受美国顾问团的意见。有了美苏的共同参与，土耳其便免去了意识形态

的后顾之忧，加之“五年计划”只是针对工业做出了局部生产关系的改变，所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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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在对外宣传时表示，目前正在走出教条，向务实的方向转变。①

这种“务实态度”最深刻的表现就是，土耳其放弃了此前高投入的大工业建

设计划②，主要针对“三黑三白”③，结合进口替代政策，将国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

纺织工业、采矿及钢铁工业、造纸及纤维工业、陶瓷工业和化学工业等五个产业、

共计 23 个新的工业企业上。④ 这些新成立的企业遵循最优区位原则，最大程度

保证了工业原材料的自给自足。⑤ 为了保证各项建设计划的顺利进行，土耳其在

1933 年和 1935 年分别成立了苏美尔银行( Sümerbank) 和专司采矿业的埃提银行

( Etibank) ，与实业银行、农业银行共同承担 4，345．3 万里拉的建设预算，然而实

际支出却高达 1 亿里拉。为了维持高昂的建设成本，土耳其分别从美国、苏联和

英国贷款 2，120 万里拉、1，400 万里拉和 1，800 万里拉。⑥

在“一五”期间，包括各种资本性的投入在内，土耳其共投入了 10．5 亿里拉，

其中政府部门的开支为 5．28 亿里拉，29%用于工业化建设，28．1%用于铁路建设，

24%用于公路建设。在民间资本 5．22 亿里拉的投资金额中，46%流向了房地产，

23%流向了商贸和服务业，用于工业建设的资本比例仅有 11%。⑦ 土耳其政府认

为，私有资本相对来说缺乏对发展工业的热情，在疏于管控的情况下，新兴的资

产阶级将大量资本投放于房地产、服务业等领域，虽然能在表面上营造出经济复

苏的迹象，但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改变土耳其落后农业国的现状。

工业计划开始之后，土耳其政府慢慢收缩 1927 年“工业鼓励法”对私有企业

的倾斜，削减优惠力度，提高审查标准。1936 年，在各种指标的限制下，私有企业

已经很难从“工业鼓励法”中享受到与此前相同的政策优惠。⑧ 1931 年 ～ 1935

年，土耳其社会经济部门公私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不断壮大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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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不断萎缩的私有企业。土耳其第一个工业“五年计划”的成功，标志着基

础制造业的控制权发生了转移，国有企业在工业制造能力上代表了土耳其的最

高水平。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地位，从而间接决

定了这一国家的富裕程度。凯末尔认为，“出口大于进口，国民就会富裕”①。
1929 年之前，土耳其的年均贸易赤字约为 3，000 万美元，而通过国家力量对经济

活动的干预，1930 年～1938 年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年均 700 万美元的顺

差。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令土耳其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因此，国家干预进一步

扩展至教育、公共交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业等领域。② 这在外界看

来，土耳其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掌控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③

作为回应，凯末尔在 1936 年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制定时表示，“由土耳其

国民共同决定的发展之路，事实证明已经取得了成功……这本来就不是一条自

由主义的发展之路。”④凯末尔在 1935 年给巴亚尔的书信中表示，“我们国家主义

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它是由国民的基本需求决定的……要管理如

此大的国家，兼顾大量人口的生活需求，国家的介入是有必要的。”⑤综合这两次

表态来看，凯末尔希望实现的实际上就是“骨干运动”时所宣称的构想，即国家利

益与个人利益达到双赢的“第三条道路”。
1936 年，伊诺努作为实际操盘者，不断加大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大型工业和技术型产业几乎完全将私人资本排除在外，引起了土耳其资产阶级

的强烈反弹。凯末尔坚持认为，“国家力量不能以损害私有企业的利益为前

提”⑥。凯末尔频繁干预总理负责的事务，使得伊诺努心生不满，并于 1937 年辞

去总理职务。⑦ 1938 年凯末尔辞世后，伊诺努作为二号人物顺理成章地接过国

家领导权，从而开启了另一个“国家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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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历史成效

建国初期，土耳其经济建设的核心诉求可简单概括为经济独立、工业快速发

展、农业及社会改革和收支平衡四个方面。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凯末尔时

代的“第三条道路”短时间内高效整合了有限的社会资源，满足了国家的基本诉

求，达到其他所有途径都无法企及的高度②，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借鉴社

会主义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的尝试，开创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特色鲜明的“土耳

其模式”，成为此后历届土耳其政府参考的蓝本。
( 一) 实现经济独立

强大的英法资本成为土耳其谋求经济独立的最大障碍。一方面，1923 年英

法两国在签订《洛桑条约》时表示，很难在经济领域对土耳其再做让步。另一方

面，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过度制裁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正在形成。
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尽快恢复货币信用，将重建金本位制作为收回经济主权

的核心政策，平衡国内和国际收支平衡。③ 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巧妙利用美国与

英法的矛盾，借助美国的力量成立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逐步蚕食英法在土耳

其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1923 年，土耳其与美国曾达成一份“柴斯特协定”( Chester Antla爧mas) ，以土

耳其境内铁路、石油等战略物资的经营权为担保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但由于

该计划触犯了英法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因此遭到了它们的强烈反对。英法在

土耳其的经济霸权主要是通过主导央行性质的奥斯曼银行来实现的。直到 1935
年，土耳其一直将奥斯曼银行发行的货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随着土耳其出口

的增加和企业赎回运动，奥斯曼银行发行的货币在 1925 年开始出现贬值迹象，掣

肘了土耳其政府扩大再生产的计划。④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反对英法两国的经济

霸权问题上，土耳其和美国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
1926 年，土耳其开始筹备中央银行，并通过美国土耳其投资公司获得了

1，000万美元的贷款，占土耳其央行储备金总额的 15%。1927 年土耳其通过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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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发行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套法定货币。① 1930 年，土耳其相继通过《币值保

护法》和《中央银行法》，赋予国家干涉经济活动的法律依据。1931 年，土耳其央

行成立，该银行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以货币发行、银行利率和汇率调控三大宏观

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辅助和干预。② 1932 年开始逐步蚕食奥斯曼银

行的权力。③ 就在中央银行和各大国有控股银行紧锣密鼓地筹备和改组之时，为

工业发展而成立的各种中小型地方银行也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短短数年间

就成立了 21 家④，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

土耳其央行在经济危机期间有效抵御了国外通货膨胀的输入，配合紧缩性

财政政策，最终在 1931 年挽回了里拉持续贬值的颓势，与美元和英镑的汇率水平

不仅稳步提升，甚至明显超过了 1925 年的水平。1939 年，土耳其里拉与英镑之

间的汇率为 5．70: 1，相较于通胀最严重的 1930 年升值了约 45%。⑤ 里拉的升值

有效稀释了外国资本在土耳其境内的资产总量，是土耳其经济保护主义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因为里拉的升值，土耳其从国外进口工业设备所带来的财

政压力也大大减弱。

然而，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土耳其的货币一直都是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印

刷。受制于政治、运输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土耳其在货币供应上难以及时

填补因货币快速流通而出现的空缺。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只能继续执行紧缩的

货币政策，实行汇率管制。⑥ 从英法手中夺回金融主导权是土耳其运用国家力量

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的巨大胜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经济缺乏独立的顽疾，⑦

税收自主性明显提升。根据国内外经济情况，土耳其接连通过实施经济危机税、

平衡税、空军援建税和盈利税的决定，⑧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空缺，提高了公共

财政支出对工业化的支持力度。

在此过程中，美国代替传统的英法势力成为土耳其公共财政系统中的主要

影响因素。根据双方协议，美国在 1930 年～1955 年垄断了土耳其火柴、打火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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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和专卖权。① 加之后来“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使得土耳

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倒向美国。从长远来看，随着土耳其经济体量的不

断扩大，英法留下的真空逐渐被美国资本补位，并以“留存利润”的方式沉淀下

来。土耳其的经济独立之路，不过是从英法的“围城”走进了美国的“陷阱”而已。
( 二) 推动工业发展

为了适应工业主导权由私人向国家的过渡，土耳其在 1932 年成立了国家工

业局( Devlet Sanayi Ofisi) ，一边安抚私有工业企业，一边加紧规划国家力量在工

业化中的布局。② 土耳其政府以国家资本的方式投资工业推动了经济结构的重

要转型，这次转型开启了土耳其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大门，同时也为持续至今

的“五年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蓝本。1938 年“一五”计划完成时，土耳其

的工业产值与 1930 年相比提高了 124%，而之前的自由主义时期工业产值仅增

长了 55%。1930 年 ～ 1938 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平均比重为13．3%，较

1929 年之前的 9．7%有了很大提高。③

土耳其工业的长足进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耳其初级产品的市场问题，配

合进口替代方案，人均收入提高了约 39%。④ 截至 1940 年，土耳其对基础工业品

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98%的毛纺品、97%的水泥、91%的玻璃制品、84%的棉纺

品、39%的纸张和 32%的钢铁制品已经自给自足。⑤ 通过这一时期的密集建设，

对土耳其历史影响深远的国有企业开始崭露头角。⑥

( 三) 促进农业改革

在 1923 年～1938 年期间，土耳其在本质上仍然是农业国，农业的平均产值约

占 GDP 总值的 44%，约占出口总额的 80%。⑦ 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农产品在

财政上最主要的用途是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以及偿还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欠

款。然而，1929 年之前的关税半独立和后来的经济危机，迟滞了农业在土耳其经

济恢复中的重要作用。换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土耳其建国时经济基础极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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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伤害反而没有其他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严重。① 土耳其

在工业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取舍，其实就是构建工农业循环经济的体现，如果要在

工业计划中将农业的价值最大化，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农业及整个社

会采取相应的变革。

作为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部门，农业实际上承担了土耳其 80%的劳动

力就业与 44．5%的国民收入贡献率，然而自从工业“五年计划”开启后，农业获得

的补贴和投资锐减至国家总投资的 10%左右②，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农民收入缩水

比例达 29%③。为了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土耳其政府借着“骨干运动”的东风，将

争论了数年的小麦专卖制度付诸了实施。④ 1932 年，土耳其在农业银行内部成

立农产品办公室 ( Toprak Mahsulleri Ofisi ) ，规定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并在

1938 年将其与农业银行剥离，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该机构全面管理各农产品

的价格，开启了由国家调控、管理农产品价格制度的历史时期。

虽然土耳其在建国初期进行了范围较大的土地改革，但粗放的改革方式也

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改革中政府拆分国营农场就近分配土地的

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人地矛盾，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小农经营，碎片

化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可耕种土地面积的 65．1%，致使机械化生产难以大面积展

开。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对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留下了大量封建地主和土地

资本家，虽然给予了农民土地却并未杜绝土地兼并，因此产生了持续不断的人口

迁徙。据统计，从 1923 年～1937 年，土耳其迁徙的农民共有 771，610 人。⑤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土耳其在 1934 年针对农民迁徙问题制订了新的“土地

安置法”，并据此在 4 年中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配了共 30 万公顷的土地。⑥ 此

外，为了保护这些小农的利益，凯末尔于 1937 年在大国民议会上宣布，将针对大

农场主进行改造，依照人口密度和土地肥力，限制其扩张范围。⑦ 通过宏观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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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ersitesi Dergisi，Cilt． 13，Say． 2，2012，s． 319．



土耳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观两个层面上的改革，土耳其国内农产品的价格逐渐稳定，以国家机构为桥梁的

工农互哺模式成型，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提升。
( 四) 实现收支平衡

在国家的主动干预下，土耳其的货币政策走向稳健，这一举措对于“四个黄

金平衡”中的对外贸易平衡，意义极为重大。1930 年，稳健的货币加上自主的关

税调节，土耳其第一次实现了贸易顺差。1934 年 11 月 1 日，凯末尔在大国民议

会中总结道:“要继续将保持贸易平衡、取得顺差作为一切对外贸易的核心出

发点。”①

从 1929 年～1938 年期间的进出口指标来看，1932 年的贸易额为历年来最

低，出口 4，800 万美元，进口 4，100 万美元; 1931 年为极其少见的进出口贸易平

衡的年份。土耳其进口量的锐减与工业计划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通过工业

“五年计划”，土耳其确定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类型，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出口

结构的转型，工业品的年平均出口比重从自由主义时期的 8．6%提高到 10%。②

1940 年之前，德国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据土耳其出口的 44%和进口

的 46%。根据统计，土耳其约有 75%的羊毛、70%的棉花和铬矿流向了德国，而

从德国流入的纺织品、钢铁及机械产品、化学品等则分别占据土耳其内需的

78%、67．9%和 55．4%。③ 在德国纳粹主义不断发酵的背景下，与德国经济高度依

存的土耳其开始担心，如果继续保持这种高度依存的经贸关系，土耳其或许会重

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的覆辙。

因此，自 1936 年起，土耳其开始调整外部供需链条，将贸易重点转移到英国

和法国，稀释德国在土耳其贸易中的比重，英国取代德国成为土耳其工业化建设

的设备供应商。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获得英国提供的 1，900 万英镑的贷款。然

而，由于自土耳其建国以来的贸易惯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在

土耳其的贸易体系中仍然具有优势。

除了对外贸易之外，另一个影响收支平衡的因素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贷款清

偿义务。根据 1925 年与债权国达成的协议，1929 年土耳其将支付第一笔总额

200 万里拉的本息。然而，随着土耳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转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力逐步增强，为了抵抗经济危机，土耳其更倾向于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国内的

工业建设。因此，在 1933 年和 1938 年，土耳其两次与债权国达成新的协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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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asan Sabr，“Atatürk'ün Ekonomi Anlay爧，”s． 9．
Mehmet Dikkaya，Adem zümcü，Deniz zyak爧r，Osmanl'dan Günümüze Türkiye'nin

Iktisadi Tarihi，ss．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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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借款利息和还款总额。1930 年 ～ 1938 年，土耳其的 GDP 年均增长率为

6．4%，较 1929 年之前 10．95%的平均增长率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① 但受益于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工业建设计划，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却有明显的

提高。

四、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当代影响

1929 年～1938 年是土耳其历史上相对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在经济危机这

一外部变量的干扰下，很容易将 1929 年看作是土耳其“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

经济建设理论的分水岭，从而忽视了土耳其从建国伊始就存在的国家干涉经济

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本就不是非黑即白

的关系，其产生和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领导人的好恶和国际国内环境

的共同影响。所以，土耳其学术界更倾向于将建国前 15 年的经济建设划入凯末

尔研究的范畴。

在这 15 年中，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之后，始终面临一个

突出矛盾，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兼容。土耳其加入资本主义阵营的考虑

之一就是增加奥斯曼帝国遗留债务的谈判筹码，尽快赎回外国资本手中的工矿

企业。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②与西方的封建庄园有着本质区别，

这就间接决定了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土耳其缺乏相对应的社会阶级。而土耳

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凯末尔在取得军事胜利、评估世界局势后嫁接至土耳其的。
1929 年的经济危机为凯末尔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一个契机，“国家主义”的管理

方式有效整合了农村和城市的资本，大大推动了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为土耳其

提供了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铺路石。以此为跳板，土耳其开创了一种以市场经

济为基础，不排除私人企业参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强调国有企业和私人企

业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

( 一) 冷战结束前“国家主义”对土耳其经济的影响

凯末尔逝世后，直接掣肘伊诺努的力量不复存在，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

胁，伊诺努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经济管制政策，国家力量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

个方面，并在 1947 年前后发起了一场“新国家主义”( yeni devletilik) 的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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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 IK，Istatistik Gstergeler ( 1923－2011) ，s． 693．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土地属于国家，不允许自由转让，且禁止农民弃田出走。参见

Irfan Kalayc，“Atatürk'ün Kalknma Modeli ( AKM) : Günümüz Sanayisi Iin Kazannlar，”s．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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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在对抗英法资本霸权时的强势做法，逐步开始显现出负面影响。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迅速巩固了在土耳其的实力，

并且利用经济影响力培植起了诸如民主党( Demokrat Parti) 等亲美政治势力。

土耳其一直被西方阵营视作反苏的桥头堡，因此，在经济层面翦除苏联发展

模式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很有必要。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国

有经济在民主党执政的十年中遭受到了重大打击，美国资本支持下的私人资本

获得了快速发展。“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欧洲复兴，而历史上土耳其与欧洲诸

国的经济相辅相成，所以，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使二者在经济发展上以美国资

本为基础强化联动，在固化欧土双方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增强了土耳其抵抗苏联

影响的能力，为将来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埋下了伏笔。

土耳其在初期两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以“国家主义”为指针，艰难地将

各个经济部门和松散的民间资本整合在一起。① 然而，民主党政府在“马歇尔计

划”中产生了致命的错觉，认为土耳其的市场已经如同欧洲一般成熟，盲目地放

任市场优先，经济繁荣局面仅维持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诩

自由的民主党在执政末期面对混乱的国家经济，反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国家管

制模式，甚至进行恐怖统治。同时，民主党时期所引发的经济骚乱打破了“四个

黄金平衡”的基调，埋下了土耳其财政入不敷出的祸根。

1960 年军事政变后，伊诺努拨乱反正，提出了长达 15 年的“长期发展规划”

( 1963 年～1977 年) ，其中包含三个阶段的五年计划。在这 15 年中，土耳其继续

维持对工业的高投入②，通过对工业的控制，国家力量逐步加强了对社会经济活

动的干预，实现了对汽车、钢铁、金融等行业的垄断，但并未取消以私有制为基础

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伊诺努所做出的改革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土耳其“国家

主义”发展的继承，并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下发展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

和私有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③，这可以说是伊诺努时代“土耳其模式”的

第二次蜕变。

1963 年～1977 年国家力量在经济领域的高速运转，正式建立起了庞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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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伊兹密尔经济会议通过的决定在很多方面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民间资本的逐利本性

决定了其维持现状且各自为政的特点。1929 年之前，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商业、金融等领域，各个财

团彼此间的分散也不利于政府合理调配资源推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1973 年～1977 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土耳其政府对工业的投资比例高达 45．4%。
A．．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Maliye Enstitüsü，Türkiye Ekonomi Kurumu，Atatürk Dnemi

Ekonomi Politikas ve Türkiye'nin Ekonomik Geli爧mesi Semineri，Ankara: A．． S． B． F． Basn Ve Yayn
Yüksek Okulu Basmevi，1982，s．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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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集群，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土耳其社会经济活动，其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

此后，不论是政府更迭还是军事政变，土耳其以五年计划的方式规划国家经济发

展的做法都未曾改变，政府对国家经济秩序及发展的指导性、前瞻性作用，也通

过 1961 年宪法被正式确定为土耳其的基本国策之一。

虽然土耳其从“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受益，成为西亚地区屈指可数的工

业化国家之一，但高度密集的指令化生产也带来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资源浪

费、体制僵化等一系列弊端。此外，鉴于“最高经济议会”中深厚的军方背景，土

耳其军方在 1960 年军事政变后迅速成立了军人互助基金会，将军人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加以强化和延续，并通过长达 15 年的国家主义建设掌握了诸如钢铁、

化工、金融等行业的主导权。也正是因为有此基础，军人才能在 1971 年、1980 年

和 1997 年通过连续发动政变来颠覆政府。
( 二) 冷战结束后“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经济中的沉浮

凯末尔曾经多次强调，经济的胜利要比军事的胜利更加稳固，但要做到经济

的胜利，首先就应该将“财富”转化为“资本”①，而要实现这一转化，工业是必不

可少的一环。基于此，几乎历届土耳其政府都将国家工业化当成其执政的关键

目标，特别是“长期发展规划”期间更是不惜成本地发展工业。

时代的发展变化具有自身的规律与特征，这要求土耳其政府善于把握时代

脉络，妥善定位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更好地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推动“土耳其模式”的健康发展。然而，当时的土耳其政府一方面片面强调工业

化，另一方面忙于国内政治斗争，疏于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政策的连贯性也

因政府的频繁更替受到显著影响，导致国有企业的亏损逐步加大。例如，在 1994

年在土耳其 36．8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中，国有企业的亏损就有 24．7 亿美元。就经

济稳定发展来说，1986 年之前历届政府的执政水平都与凯末尔时期存在一定差

距，几乎每隔十年土耳其就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②

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1980 年军方再次发动政变接管政权，此后一场

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厄扎尔的酝酿下逐渐展开。厄扎尔被誉为“土耳其的经

济设计师”，其政策核心主要有两点: 一是放开汇率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二

是出售亏损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③ 在美国摩根集团的推波助澜下，厄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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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Irfan Kalayc，“Atatürk'ün Kalknma Modeli ( AKM) : Günümüz Sanayisi Iin Kazann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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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运输、水泥、畜牧等领域的 32 家国有资产进行出售。表面来看，厄扎尔的

改革似乎为土耳其指明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但就本质而言，它依然是在凯末尔

的平衡理论框架中，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求的新的平衡点。①

1995 年，土耳其发布第七个五年计划( 1996 年 ～ 2000 年) ，首次提出土耳其

应该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提法与 1996 年 1

月开始生效的“土欧关税同盟”有直接关系，而这一协定的生效也可以看作是“马

歇尔计划”在后冷战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历史角度来看，土耳其谋求的经济

独立一直没有真正完全实现。土耳其先是被英法控制金融命脉，后是受到美国

资本的无形渗透，又由于历史惯性始终未能摆脱和根治经济基础脆弱的顽疾。

在外部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内部国家主导经济的背景下，以埃尔巴坎

( Necmettin Erbakan) 为代表的“民族观念运动”( Mill Grü爧) 应运而生，并由此成

立了繁荣党( Ｒefah Partisi) 。这一运动在经济领域强调政府的无息扶持，同时加

强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联系。这是“国家主义”在伊斯兰底蕴深厚的国家，经过

数十年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构成了当前土耳其国内经济三足鼎立版图的雏

形，即世俗财团、军队财团和伊斯兰性质的财团。

在厄扎尔放开外汇管制、突破国有企业的防线之后，此前受到限制的私有企

业开始瓜分国有企业的资产，以 1971 年成立的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 TS IAD )

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土耳其势力最为庞大的世俗财团。伴随“国家主义”

发展而经济实力大涨的军方财团，此时也通过收购、改制等方式将原国有企业收

入囊中，军人互助基金会的实力快速膨胀。伊斯兰性质的财团则与“民族观念运

动”不无关系，尤其在埃尔巴坎掌权之后，其以 1990 年成立的独立工商业联合会

( MS IAD) 为跳板，经济实力获得了大幅增长。伊斯兰财团的快速扩张引起了

其他两大财团势力的恐慌，军方借助经济上的强势，于 1997 年发动“软政变”迫

使埃尔巴坎下台，暂时减缓了伊斯兰财团快速扩张的趋势。
2001 年，原繁荣党党员埃尔多安组建正发党，并于次年赢得大选并一直执政

至今。正发党上台之后，仿照伊诺努长达 15 年的经济规划，以埃杰维特( Bülent
Ecevit) 政府制定的 2001 年～2023 年长期规划为蓝本，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奋斗目

标，并在 2011 年前后阐释为当前为人所熟知的“2023 年远景规划”。这一规划最

早体现在正发党上台后颁布的首个“五年计划”，即土耳其第九个五年计划( 2007

年～2013 年) 。在该计划中，多次提及高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信息化社会，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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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下的地区发展平衡。在这一发展规划背景下，一场“厄扎尔强化版”的

私有化改革浮出水面。如果说厄扎尔的私有化主要针对亏损的国有企业，那么

埃尔多安的矛头则是对准了所有的国有企业。

如果据此就断言“国家主义”在土耳其的没落，未免有些为时过早。这场表

面上看似公平的私有化运动，其主导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正发党在财政部

之下设立了专门的私有化管理局，将国有资产列出清单分批次出售。如果细究

这些国有资产的最终走向，则发现其大部分落入了三大财团组织的囊中。根据

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在 1992 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其在 1986 年就参与了由政府主

导的私有化进程。正发党在新时期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实质上就是厄扎尔时期

私有化运动的延伸。不同之处在于，正发党所依靠的经济力量相对多元化，既折

射出执政党的政治光谱，又以民族精神为口号团结了绝大多数的国内资本，使之

源源不断地为其塑造“执政神话”。
2013 年之后，相对有价值的国有企业基本清盘。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经济发

展衰退明显。此时正发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愈加频繁，一方面在五年计划内

部频繁制定为期三年的“中期计划”，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数度干预中央银行的货

币政策制定。近年来，随着国有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高层的人事变动，正发党

对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掌控力度空前加强。属于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模式”再次

站到了十字路口。

土耳其“国家主义”的出现，包含土耳其人追求民族独立的深层期盼，是数代

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共同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从始至终伴随的高

额外债使得西方资本对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渗透异常深入，由此也决定了土耳其

“国家主义”时常会脱离既定的运行轨道。虽然正发党上台以后在市场和国家宏

观调控的把握上可圈可点，但它仍然是历史经验的延伸，与“新土耳其”的目标似

乎仍存在本质上的距离。2023 年在即，本就疲弱的土耳其经济又受到全球新冠

疫情的冲击，变数日益增多。土耳其经济模式无论是另辟蹊径，还是在原有框架

内亡羊补牢，都存在很大的探索和解读空间。

(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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